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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变法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

黄文艺

摘 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改革称作“变法”，形成了变法图强的改革传统。“变法”是从法学角度，观察
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独特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创新和完善国
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制度作出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是新一轮中国变法运动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法治
领域改革是中国变法运动的骨干工程，应当发挥好对各领域改革的“头雁”作用。当代中国变法区别于传统中
国社会变法的根本之处，在于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实施变法，而非以专制、人治的方式实施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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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三中全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顶层部署会，也成为改革开放的代
名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鲜明特色，就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提出了 300 多项具有制度创
新意义的改革举措。因此，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一个学科和一种视角不可或缺、
不可替代。这个学科就是以研究各类制度见长的 “法学”学科。法学是一门研究制度 ( 特别是法律
制度) 设计和变革之规律、原理的社会科学。法律专业人士运用法学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方法
技术，可以将这次全会提出的 300 多项改革举措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和非法律制度，并推动这些改
革部署落实落地。这种视角就是中国自古以来认知改革、定位改革的“变法”视角。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的变法传统，构成了观察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制度系

统性变革的战略部署的独特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这次全会所部署的，不是零敲碎打式的制度革
新，而是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战略考量的整体性制度创新。只有从“变法”这一独辟蹊径、独具
优势的视角出发，才能深入阐明这场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宏伟改革实践的政治精义、制度
精华、实践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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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研究”
( 22JZDZ00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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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自古以来的变法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深刻认识到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变更法律制度，因而把改

革称作“变法”，形成了变法图强的改革传统。“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
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① 虽
然我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的实际成效不同，但变法传统可以说是中国法律文明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传

统。“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等豪迈宣言。”②

第一，从时机上看，传统中国社会的变法大都发生于经济社会转型或困顿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是中国古代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最密集的时期，发生了齐国管仲变法、魏
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著名的变法运动。秦以后的变法，
大多发生于各个王朝面临严重经济社会危机的时期。“纵观中国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多发
生在经济濒临崩溃和法制极端败坏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经济危机和法制败坏往往是酿成巨大改革

的酵酶。”③

第二，从认识论看，传统中国社会的变法是以 “法与时移”“法随时变”的法律发展观为前提
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提出了这种法律发展观。例如，管仲提出，法令 “皆随时而变，因俗而
动”。④ 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⑤ 韩非子认为，“法与时转则治，
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⑥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大多从这一
法律发展观出发，论证变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例如，近代思想家魏源称: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
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⑦ 戊戌变法主将康有为提
出: “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⑧

第三，从目的上看，传统中国社会的变法是以富国强兵为根本目标。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
家、思想家将富国强兵确立为治国的根本目标，也把变法理解为富国强兵之道。法家学派非常强调
法与刑在治国、强国上的强大功能。例如，韩非子反复论证“法治”是国治国强之道，主张“国无
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⑨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10 “治强生于
法，弱乱生于阿”。�11 王安石强调 “善法”的治国功效，认为 “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
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12 中国古代典籍往往从富国强兵角度来评价变法的成效。《史
记·管晏列传》称，管仲变法“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变法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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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出了变法图强的思想。例如康有为提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
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3 梁
启超亦主张，“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
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14

第四，从领域上看，传统中国社会的大变法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制度变革
的大改革。富有雄心壮志的中国古代政治家认识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改革是相
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因而往往谋划组织全方位的大变法方案。商鞅变法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社会、家庭等各领域的系统化改革运动。这场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
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一个也不落下，齐头并进，锐意突
破，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国全盘改变，彻底改变，变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

秦国”。�15 王安石变法也是一场以经济改革为主体，覆盖军事、科举、教育等领域的综合性改革
运动。
第五，从实效上看，变法成为推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考察传统中国社会的众多变

法运动，虽然不同的变法运动的推进程度和实际成效不一，历史学家对同一场变法运动褒贬不一，

但从主流上看，变法无疑是政治家们破解社会困局的基本策略，也是推进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机

制。在诸多变法中，商鞅变法的历史成效已得到普遍公认，在推动秦国由弱到强并最终统一六国上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虽然半途而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例如，
王安石新法推行后，北宋王朝出现了国库充盈、大兴水利、熙河之役等局面，这表明变法取得了一
定的积极成果。张居正变法增加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推动形成“万历中兴”局面，延缓了明王朝
衰败的历史进程。
总体上看，中国自古以来的变法传统表明，先贤们深刻认识到法律在改造和变革社会上的重要

功能，并且在改革实践中积极运用法律的这种功能，通过变法引领和推动社会变革。不过，传统中
国社会的变法运动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和时代痼疾。例如，传统中国社会的变法往往是以人治、专
制等非法治的方式来强制推行，因而容易出现人存法举、人亡法息的结果。以王安石变法为例，正
是在改革派皇帝宋神宗的力挺下，王安石顶住保守派的种种压力，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令，取

得了初步成效。后来，随着宋神宗对变法产生疑虑和动摇，变法就难以持续推进。在宋神宗去世
后，王安石推出的所有新法几乎全被废除。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系统性的新变法运动

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是一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进程，也是

一场从传统制度体系向现代制度体系嬗变的气势磅礴的制度创新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更是一场震古
烁今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宏伟革命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除一切陈旧落后的制度规则和体制机

制、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大变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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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法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这场新变法运动，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变法运

动。一是革命性。这场新变法运动，既不是对本土旧制度的改良，也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移植，而是
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出发，创建代表人类制
度文明发展方向、具有显著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伟大实践。二是系统性。这场新
变法运动，不是局部性的制度变革，更不是碎片化的制度变迁，而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变革。
三是持续性。这场新变法运动，不像传统中国变法运动那样追求在短时间里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
场需要持续深入推进的长时段的制度创新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

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16 四是有序性。如下文所述，这场新变法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的，有效避免了传统中国变法运动所具有的少数政治精英操

弄、利益集团激烈斗争等痼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特别是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宣言书、动
员令，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变法运动的新决策、新部署。《决定》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对创
新完善各方面制度作出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决定》共提出 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
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
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17 从变法角度来看，《决定》确立了新一轮中国变法运动的总蓝图、路
线图、施工图。

( 一) 《决定》确立了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的行动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构建科学制度体系为重要使命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18 《决定》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对
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作出全面部署。
在筑牢根本制度上，《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
在完善基本制度上，《决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包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
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

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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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重要制度上，《决定》提出了一大批改革举措，包括健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
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举措。
( 二) 《决定》确立了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管理制度体系的行动方案
《决定》提出的改革举措，涉及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管理制度等多类型制度变革。这里所说
的管理制度，是指党政机关制定的除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规则、纪律、
标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完善
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管理制度体系的行动方案。
在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上，《决定》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确

提出了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态环境法典、反跨境腐败法，修改
完善监督法、监察法，以及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中介服
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政策法规、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等相关任务。此外，《决定》有关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方面
的改革举措，涉及一系列立法修法任务。
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上，《决定》强调完善党内法规，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立规修规任务的

改革举措，包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优化重点改

革方案生成机制，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

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等。
在完善管理制度体系上，《决定》提出的大多数改革举措涉及各部门各行业管理制度的制定、

修改、清理、取消、废除。例如，《决定》提出一系列清理、取消、废除有关制度的改革举措，包
括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

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 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

户籍限制; 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决定》在推动不同类型制度的衔接和统一上提出了新举措。一是健全党内法

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由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调整事项、条文内容上存在交叉，应
从规划、制定、备案审查、清理等多环节入手，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确保
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二是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备案审查
制度是保证所有规范性文件合宪合法的重要制度。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就是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纠，完善依申请审查、主动审查、专项审查、移送审查、联合审查等制度，及时督促纠
正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三是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2021 年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开通运行，2024 年全国 31 个省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全部建成并上线
使用。�19 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既有利于社会公众查阅和监督规范性文
件，也有利于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更好地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 三) 《决定》确立了创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制度的行动方案
《决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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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态文明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创新方
案，推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保障和改善
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上，《决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保障”，�20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
新制度安排，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完善要

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扩大消费

长效机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
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上，《决定》强调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21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监督制度，健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论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加强人民政协反映
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
群众自治机制，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建设制度，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等。
在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上，《决定》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22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完善党委 ( 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完善新
闻发言人制度，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

机制，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完善

“扫黄打非”长效机制，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建立
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深

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等。
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上，《决定》强调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大任务”，�23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完
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

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
续政策，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建立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

改革，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

立生育补贴制度，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加快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
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上，《决定》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4

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改革举措，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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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机制，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
染源监管制度，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构

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碳排放统计

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制度等。
( 四) 《决定》确立了构建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安全发展制度体系

的行动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新发展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创造了一种自主型的新发展模式。《决定》的
一个突出亮点，就是立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发展模式，在第三部分、第
四部分、第六部分、第七部分、第十三部分对创新完善支持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开放发展、安全发展体制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推动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
发展制度体系。
在构建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上，《决定》第三部分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从五

个方面作出了顶层设计，包括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提升

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

机制，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构建新型基础设施

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

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

销统筹和衔接体系等。
在构建创新发展制度体系上，《决定》第四部分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从三个方面作

出了顶层设计，包括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建立科技发展、
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
体系，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完善国家
实验室体系，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健全科技社团管理制度，建立企业研发准备

金制度，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
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

障机制，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等。
在构建协调发展制度体系上，《决定》第六部分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从四个方面作

出了顶层设计，包括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

制，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农
业补贴政策体系，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统筹建立粮

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
在构建开放发展制度体系上，《决定》第七部分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从五个方面

作出了顶层设计，包括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健全贸易风

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境外人员

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香港、澳门在国
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等。
在构建安全发展制度体系上，《决定》第十三部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从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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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作出了顶层设计，包括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
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食

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探索建立全国统

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

机干预机制，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健全乡镇 ( 街道) 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建立健全
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
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等。

三、法治领域改革是中国变法运动的骨干工程

包括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司法机构、非诉性争端解决机制、法律职业在内的法治系统，肩负
着通过创立和实施法律规范体系以引领其他方面制度建设的重大使命，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

中枢系统。例如，立法机构通过制定、修改和完善法律制度，不仅向社会供给和输送了最正式、最
权威的制度安排，而且还将引领和推动社会其他制度的连锁性变革。中国法治系统要承担起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重任，就必须率先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实质性地增强制度生产和实施的能

力。就此而言，法治领域改革是中国变法运动的骨干工程，在国家各领域改革中居于排头兵地位，
应当发挥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中的头雁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领域改革，不仅在历次全局性改革中

谋划部署法治领域改革，而且召开专门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法治领域改革，加快推进法治现代化进程。
2014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首个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对法治领域改革作出了系
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指出: “这次全会提出了一百八十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都是
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25 2020 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是首个
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法治领域改革作出了专门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
强调: “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6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法治领域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
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协同联动、系统集成，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深入
推进，法治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结构关联性、功能制约性不断增强，必须进一步加强整体部署、协同
推进。《决定》关于法治领域改革的战略部署的鲜明特色，就是深刻把握法治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领域改革，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机制改革，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加强对法治领域改
革的前瞻性考量、全局性谋划、贯通性设计，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法治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 一) 坚持宪法至上，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
《决定》就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推动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
保证宪法全面实施。一是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加快健全立法前、立法中、立法后的合宪性审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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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拓展合宪性审查的广度和深度，从立法规划到立法实施全过程实施合宪性审查，让每一项立法

都体现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二是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2024 年 2 月，
中国人大网公布了《2023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和创新宪法实施情况报告》。�27 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关部门定期编撰和公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实施情况报告，有助于全社会全面了解宪法

实施情况，增强宪法意识、宪法观念，自觉维护宪法权威。

( 二) 坚持立法先行，深化立法领域改革

立法是法律产品的生产环节，法律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其后续在执行、适用、遵守环节的实际
效果。如果法律产品不完备、不合理、不可行，那么就会出现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甚至守法成本
高、违法成本低等现象，从而严重影响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决定》着眼于从源头上提高法律
产品质量，提出了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推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一是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党的领导是中国立法
体制的鲜明特征，应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全国立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有立

法权地方的党委对本地区的立法工作的领导。人大主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立法体制上的根本要
求，应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更好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决

策、立法协调、立法起草、立法审议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更好发挥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
构、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是立法工作的依托主体，应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
度，做好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和提请审议工作，严格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做好行政立法工作，提高

政府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各方参与是民主立法的应有之义，应拓展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通
道，健全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确保立法更好反映民情、表达民意、凝
聚民智。二是统筹立改废释纂。适应多样化、复杂化的立法新需求，应区别不同情况加快立改废释
纂的步伐，及时立新法、改旧法、废老法、释原法、纂法典，既要搞“大块头”的法律重器，也要
搞“小快灵”的法律利器。三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针对法律体系中的立法
空白点、薄弱点，应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必需的重要立法，加快推进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重要立法，加快推进涉外经贸领域和国际法治合作领域的重要立法，
以良法促进善治。四是探索区域协同立法。适应我国区域一体发展战略的立法需求，应积极探索和
完善区域协同立法机制，鼓励各区域内有立法权的地方协同制定区域性法规规章，以立法引领和推

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 三) 坚持执法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执法是把纸面上的法转变为生活中的法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和信仰。
如果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那么必然会严重败坏法
治声誉和政府形象。《决定》聚焦执法实践中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作出
战略部署，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针对政府职权职责不清、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政务服务不

规范等问题，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政府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完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确保行政执法权在基层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要完善基层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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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体制机制，合理划分乡镇 ( 街道) 与县级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职责权限，稳步将基层管理迫切

需要并能有效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下放给乡镇 ( 街道) ，将基层承接不了的行政执法事项收回县级

职能部门。针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
制度，推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三是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为防止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的违法决策、违法文件等现象的发生，完善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严格落实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行政决策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为深入推进对各种行政
执法乱象的深入治理，要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强化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职能，推进执

法全过程公开化、透明化，让行政执法在阳光下运行。四是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聚焦有案不立、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
推动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刑事司法机关在办案
过程发现不属于犯罪或经审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及时向行政机关移送案
件。五是健全行政性纠纷解决体系。科学界定不同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定位，坚持以行政复
议为主渠道，推动完善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发
挥其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

( 四) 坚持司法为重，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

司法承担着权利救济、权力制约、定分止争的重要使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司法不公则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决定》
聚焦公正司法的重点难点问题，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推动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办案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我国《宪法》规定，监察机关办理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决定》
提出，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
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
制约监督下运行。这就要求，严格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健全各个机关各司其职、各种权力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有序衔接，确保每一个案件的办理都

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二是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实
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应在总结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审判权和执
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更有效地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平正义不折

不扣地兑现。三是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针对司法公开存在的不及时、不规范等问题，应深化和规
范司法公开，推动依法及时公开司法依据、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针对司法责任制实行过程中司法权制约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应落实和完善司
法责任制，健全司法权内部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司法责任甄别、追究和惩戒制度，真正做到让
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针对行政案件易受地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插手干预的问题，应深化行
政案件级别管辖、集中管辖、异地管辖改革，构建起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制。�28

四是规范专门法院设置。对各类专门法院的增设，应坚持审慎、理性、克制原则，严格专门法院设
立的标准、程序，防止专门法院设得过多、过滥，出现普通法院空心化、司法权碎片化的问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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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贺小荣: “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
读本》，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02 页。
参见黄文艺: “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 21世纪全球司法改革为背景”，《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 6 期，第 5 － 6

页; 何帆: “新时代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立标准和设置模式”，《中国应用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44 － 66 页。



( 五) 坚持守法为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

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普通群众
是否守法，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也受制于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聚
焦影响全民守法的深层次问题，对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作出专门部署，推动构建全民守法激

励机制。一是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之一，在于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
理，引导基层群众守法用法，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防控违法犯罪。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就是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引导基层群众形成依法依规办事的良好习惯。二是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普通群众要做到知法、守法、用法，离不开法律专业人员提供的法律服务。针对公共法
律服务资源不均衡、分布碎片化、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应持续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
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各类法律服务资源，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
法律服务网络，让人民群众感到法律顾问就在身边。三是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访是人民群众向
党政机关提出意见、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但如果信访工作偏离法治轨道，就容易产生信访不信
法、“闹访缠访”等破坏法治的现象。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就是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
责、维护秩序等信访工作全过程法治化，引导信访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信访机关依法解决诉求。四
是改进法治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是持续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长久性工程。要深入推
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走进百姓心田，让法治成为全民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要善于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偏好，分众化地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新手段进行
普法宣传，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实效性。
( 六) 坚持权利本位，完善人权法治保障机制

权利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
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着眼于解决社会关注的人权保障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人
权法治保障的重要举措。一是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产权保护，特别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
等保护，一直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完善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防止和纠正利用行
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健全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
有制经济产权的机制，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

性赔偿制度。二是完善强制措施适用制度。针对执法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的滥用行政或刑事强制措
施侵犯社会主体的人身、财产等权利的现象，应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
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有效防范或及时纠正执
法司法机关滥用强制措施的情形。三是完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徇私枉法、
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应健全刑事司法活动全过程的监督机
制，坚决防范和严肃查处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四是推进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刑事案件难以做到律师辩护全覆盖，是中国刑事司法之痛。应通过建立
律师跨区域流动机制、完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刑辩律师权利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五是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是解决近年来社会热议的犯罪记录 “株
连”效应的重要举措。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是非依法定理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查阅
和披露轻微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从而促进本人顺利回归社会，避免对其亲属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

响。此外，《决定》各部分还提出了加强对各类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措施，包括保障进城落户农民
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依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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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权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制度，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等。
( 七) 坚持以涉外法治为急务，深化涉外法治领域改革

涉外法治是国家法治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短板和紧迫任

务。《决定》聚焦涉外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众多弱项，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涉外法治领域改革的重点任
务，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一是完善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着眼于反制裁、反干涉、反 “长臂管辖”，应加快涉外领域立法，以法斗法、
以法制法，充实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着眼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加强涉外经贸立法，主动
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健全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二是完善涉外法治实施体
系。完善执法安全国际合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类跨国违法犯罪行为，提高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能力。完善涉外司法审判制度、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打造一批有
国际美誉度、公信力的涉外司法、仲裁、调解机构，让更多跨国民商事纠纷能够在中国得到解决。
三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我国驻外外交机构的法治工作力量配置，完善域外法律风险预
警、评估和应急处置机制，为境外中国公民、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加快推进中国律师业
走出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律所品牌，形成数量众多、结构合理、世界一流的律所品牌集
群。四是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构建“理论 +实务”“法律 +外语”“境内 +境外”的复合
型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政治立场坚定、专业功底深厚、外语交流娴熟、业务能力高超的涉外法治人
才。五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更好地肩负起国际法治公共产品供给者的重任，积极参与和引领
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四、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代中国变法与传统中国时期变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实施变法，而
非以专制、人治的方式实施变法。以民主的方式实施变法，主要体现为变法方案是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提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结果。如此形成的变法方案的推行，容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
支持，从而避免了传统中国时期以专制方式单方面强行变法而容易产生的保守势力有组织反抗、大
规模反扑的局面。以法治的方式实施变法，主要体现为变法方案按照法定方式和程序转化为具有长
久效力的国家法律，由国家执法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严格执行，从而避免了传统中国时期

以人治方式变法而容易产生的人存法存、人亡法亡的结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变
法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精神、方式和程序实施变法，变法才能实现预定目标、
取得预期成效。
从民主维度来看，新时代中国变法坚持以民主精神、方式和程序进行决策与部署，使变法方案

充分凝聚社会共识，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
程中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一是在起草之初，党中央就全会议题征
求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部分干部群众意见，吸纳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就文件主题、
框架、重要举措等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二是在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听取相关企业和专家
学者的意见。文件起草组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 1911 条修改意见和建议，能吸收尽量吸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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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处修改。�30

从法治维度来看，新时代中国变法坚持以法治精神、方式和程序进行部署与实施，推动改革依
法有序推进，实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是 “破”和 “变”，法治是 “立”
和“定”。如何处理好“破”和“立”、“变”和 “定”的关系，这是所有改革 ( 变法) 必须面对
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明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深刻论述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或深
化改革的重要命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
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

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31 “改革要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改革和立法衔
接协调，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32

《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 “在法治轨
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原则，即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
制度”。�33《决定》将原来所讲的“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命题进一步拓展为“在法治轨道上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将成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指导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 坚持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

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古代变法
时指出，“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
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
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34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凝聚各方共识是谋划和实施改革的必经程
序。民主立法、民主决策、民主协商等法治机制，是去异求同、减异增同、化异为同的重要机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应充分发挥这些法治机制的求同、增同、聚同的功能优势，最大限度地
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行动共识，实现改革效果的最优化。在改革决策过程中，面对是
否改、如何改等大是大非问题，应遵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法定程序制度，广听民
声、广集民智、广聚民意，让改革决策充分体现社会共识。特别是面对众多利益主张的冲突时，应
按照民主化、法治化的判断和选择机制，作出合乎民情、民心、民意的理性选择。在改革实施过程
中，面对操作上的争议和分歧，应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指引和评价功能，引导各类主体商以求
同、协以成事，按照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式选择改革方案。

( 二) 坚持以立法引领改革进程

坚持以立法引领改革进程，就是立法机关要主动适应改革决策部署，及时主动开展法律法规立

改废工作，确保改革于法有据、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
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35 具体而言，立法引领和保障改
革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及时制定新法。立法机关根据改革整体部署，及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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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改革方案所列出的新法，或及时制定出改革举措所涉及的新法。《决定》不仅列出了需要制定或
编纂的新法清单，而且还在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提出了不少需立新法的改革举措。二是及时修
改或废除旧法。立法机关按照改革整体部署，及时修改或废除已经陈旧过时的法律法规，破除改革
的法律障碍。“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
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36《决定》不仅列出了需修改或废除的法律法规清单，而且还提出了一
系列需要修法的改革任务。例如，《决定》提出的 “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的改革任务，要求修改破产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 三) 坚持以法治规范改革行为

坚持以法治规范改革行为，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确保改革依法实

施。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改革不能
以牺牲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为代价，任何层面、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必须经受住是否合乎法治
的检验。”�37 改革举措同现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要么修改或废除现行法律规定后再进行全面改革，
要么取得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后先进行改革试点。2015 年和 2023 年两次修改后的 《立法法》，在第
16 条总结了新时代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经验，明确规定了改革试点的立法授权机制。《决定》所
提出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领域的改革举措，需要先在某些地方进行改革试点，并涉及暂时
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 《立法法》的规定进行授权。

( 四) 坚持以立法固化改革经验

改革是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经验是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实践资源。“对实践证
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38 新时代以来，立法机关
通过及时立法、修法，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推动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
2018 年和 2019 年《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修改，把党的
十八大以来关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专门法院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改革成果以
法律方式加以固化，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完善。在未来的改革实践中，国家立
法机关应以立法形式及时总结和确认 300 多项改革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国家法律规范体系。

( 五) 坚持以法治增强改革效能

坚持以法治增强改革效能，就是要通过立法、立规等渠道将改革举措和经验法律化、制度化，
通过执法、执规等渠道推动这些法律和制度有效运行，通过守法、守规等渠道推动这些法律和制度
得到全社会认同和遵行，从而在时间、空间、文化等维度持续拓展、扩大和提升改革效能。这是以
往研究所普遍忽视的法治对于改革的强大功能。以往研究只注重改革期内法治通过急剧的立改废释
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显性化的引领和保障功能，而忽视了改革后法治通过对改革成果的法律化、制度
化及其常态化实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隐没在法律实践洪流中的永久性延展和深化功能。也正是通过
这种永久性延展和深化功能，每次改革的文明成果的涓涓细流，才汇聚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浩荡

江河。

( 责任编辑: 尤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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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Ｒeform，Legal Change，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Wenyi·1·

Since ancient China， the reform has been referred as the legal change， forming a tradition of legal

change aimed at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Legal change is a unique academic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observes and interprets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ecision by this Session has made a system-

atic top-level design for innovating and improving various fields and system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s

the overall blueprint， roadmap， and construction plan for the new round of China' s reform movement． The re-

form in the field of rule of law is the backbone project of China' s legal change movement， and should act as

the leading role of reforms in various field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

change and traditional legal change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in a democratic and rule-of-law man-

ner， rather than in an authoritarian and rule-of-man manner．

Key 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 Ｒeform; Legal Change; Ｒule of La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uang Wenyi， Ph．D． in Law， Professor of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China’s Autonomous Constitutional

Law Knowledge System-On the Lectures on Constitutional Law LIN Laifan·15·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s not mere-

ly a political suggestion， but also an academic subject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er se can-

not ultimately bypass． All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inevitably encounter value

judgments， are no exception in this regard， including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

ent knowledge system of a discipline also aligns with the legal dogmatic spirit． This is the destiny and mission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However， due to its involvement in value judgments，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by ‘ returning to the motherland' ， will be in a context that is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ideology． Mean-

while， although constitutional law research cannot generate ‘ knowledge' as natural science does， it still pos-

sesses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by providing interpretations and conclusions that

offer certainty and rationality． Till today， numerous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have endeavore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autonomous constitutional law knowledge system． The continuously revised work Lec-

tures on Constitutional Law has informed four aspects: methodology， system， content， and terminology， which

in fact reflects the author' 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regarding how to construct China' s autonomous consti-

tutional law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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